少数民族政治体系的历史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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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就最一般的意义而言，政治不过是一定的公共权力对社会的管理。而政治在运作中形成了一个体系，以政治体系的方式存在。著名政治学阿尔蒙德说：“体系是指各部分之间的某种相互依存以及体系同环境之间的某种界限。”[1] 社会的政治生活尽管十分复杂，但一定的政治权力是一定政治活动的中心，在该政治权力发挥作用的过程中，形成了各种政治角色和政治关系，并因此而构成一定的政治单元，这些不同的政治单元就是一定的政治体系。“政治体系不仅包括政府、机构，如立法机构、法院和行政部门，而且包括所有结构中与政治有关的方面。”[2] 另一位著名政治学家达尔的看法与此相一致。他把政治体系看作“政治关系的一套模式”，[3]并且“把政治体系定义为任何重大程度上涉及控制、影响力、 权力或权威的人类关系的持续模式。”[4]

　　民族的定义尽管五花八门，但它是较为稳定的人群共同体这一点是没有疑义的。而民族要作为一个较为稳定的社会共同体存续，就离不开的一定的政治生活和政治体系。首先，民族需要政治体系进行整合。任何民族都是由不同的部分和成员组成的，只有将这些部分和成员整合在一起才能形成一个整体存在。对民族的整合有两种基本的方式，即文化整合和政治整合。前者通过共同的民族文化将民族的成员连结在一起，后者则通过一定的权威采取某种带强制性的方式将民族的成员组织在一起。前者比后者更深厚，后者则较之于前者更有力。两者是缺一不可的。其次，民族共同体需要通过政治体系的调节和控制来建立和维持一定的秩序。再次，民族需要政治体系来聚合和保护群体的共同利益。因此，民族社会自身就包含着一定的政治生活，民族的存在和发展离不一定的政治体系。阿尔蒙德的看法更为直接了当： “民族是具有同一历史本源和同一命运感的人民组成的政治体系。”[5]

　　对于民族来说，政治体系具有三个方面的功能：一是整合功能；二是控制功能；三是利益聚合功能。民族政治体系功能的强弱直接影响着民族的发展。民族的政治体系能否对民族进行有效的整合决定着民族的完整性，如果政治体系不能进行有效的整合，就不能将能够组成民族的各个部分整合为一个强大有力的民族，甚至还会导致原有民族的分化和解体；民族往往是由其政治体系来统领和表达其共同利益的，不仅民族的“重大行动是要通过政权来体现的”，[6]而且民族间的关系也集中地通过民族政治体系间的关系表现出来。民族间的和平共处、竞争、依附、战争、征服、统治、压迫、剥削，没有一样不是通过政治体系来实现的。

　　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随着民族的发展，民族的政治体系也在不断地发展。民族政治体系发展的最高形态是国家政治体系。既有一个民族的政治体系取得国家政治体系形态，从而形成单一民族国家的，也有一个民族的政治体系在发展中归属于其它民族的政治体系的，还有几个民族的政治体系结合在一起，共同建立国家政治体系的。后两种情况的国家都是多民族国家。在多民族国家中，由于族际互动和民族政治体系互动等方面的原因，民族政治体系的作用范围往往同民族的生活范围之间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不一致。

　　我国的少数民族是历史上各民族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而形成中华民族统一体后的国内民族。它们在历史上都有各自独特的发展轨迹，“也都无例外地拥有或曾经拥有自己本民族的政治体系与政治制度，它们或者表现为国家的形态，或者表现为非国家与半国家的形态。”[7]正是通过民族政治体系所特有的整合功能、调节控制功能和利益聚合功能，才能将各民族整合、凝结为一个个稳定的共同体，建立起民族社会生活所必须的秩序，维护了各民族的利益，统领着各民族登上社会历史的舞台，上演了各具有千秋的历史活剧。

二、在历史的漫长岁月中，中华大地上究竟出现过多少个民族，已经无从查考。历史上究竟出现过多少个民族的政治体系已是一个难解的历史之谜。但是，我们能够在历史记载中看到的民族的政治体系仍尉为大观，不胜枚举。
中国各民族的历史发展大体上可以分为七个阶段,[8]在这些不同的阶段中，我们都能看到“许多民族在今天中国的领土上的某些地区建立过大大小小的国家”，以及它们“或统一于中原王朝，或独立于中原王朝管辖之外，或先独立后统一，或统一后又分立”的“同中原王朝的关系”。[9]

　　传说时代到公元前221年（时间相当于传说时代至夏、商、周、春秋、战国）是中华的各民族起源形成和初步发展的时期，夏、商、周等族先后在中原建立国家形态的民族政治体系，与此同时，四周的“东夷、南蛮、西戎、北狄”等民族也开始形成自己的政治体系。到“春秋时，华夏和戎、狄、蛮、夷有一百几十国，经过战争兼并，到战国时只剩下秦、齐、楚、燕、韩、赵、魏七国了”；[10] 公元前221年到公元220年（相当于秦朝至汉朝）是汉族形成、汉族与各民族共同创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时期。秦统一中国后，东北地区的肃慎等族，淮河流域的东夷各族，江汉流域的南蛮各族，东南沿海及珠江流域的百越各族，西方的诸戎以及西南地区的笮都夷、滇、夜郎各族都建立了臣属于中原政治体系的民族政治体系；公元 220至581年（相当于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各民族大混战、大迁徙、大同化、大融合的时期，汉族控制的统一的政治体系被打破，匈奴、鲜卑、羯、氐、羌等族建立了18个少数民族的政治体系；公元581年至907 年（相当于隋唐）是各民族在新的更高阶段上走向新的统一的时期，突厥、回纥、吐蕃、契丹等族建立了强大的民族政治体系；公元907年至1206年是民族矛盾尖锐、竞争激烈的时期， 契丹族建立的辽朝、党项族建立的西夏、女真族建立的金朝，以及汉族的宋朝之间长期互相对峙，激烈争战；公元1206年至1840年（相当于元、明和清前期）是以蒙古族、满族为代表的各民族取得迅速发展、走向强盛，开创了以各民族为主的统一全国的时期。这一时期中，蒙古族、满族建立的政治体系发展迅速，先后控制了中原政治体系，统一了全国，与此同时，其他民族的政治体系逐步纳入到统一的国家政治体系之中；公元1840年至1949年是各民族在反帝反封建斗争中结成不可分割的中华民族整体的时期，各民族政治体系进一步融入统一的国家政治体系，独立性和完整性进一步减弱，但仍然作为各具特色的民族政治体系而存在，如藏族的政教合一体制、彝族中的诺合家支体系、傣族中的土司制度、基诺族中的长老制度、瑶族中的石牌制度等，都是少数民族政治体系的存在形式。[11]

　　历史上的各民族的政治体系同各民族的存在形态一样，具有多样性的特点。各个民族在历史上能够建立什么样的政治体系，并不是主观愿望的产物，尽管主观愿望和努力有时也能起重要的作用。各民族在历史上建立什么样的政治体系是受当时民族发展的状况决定的。这种状况包括民族发展水平和族际关系两个方面。如果把各个民族自身的纵向发展看作历史的经线，把各民族间的横向关系看作历史的纬线的话，各民族的政治体系正是在二者交织的民族历史发展的经纬线上形成的。这些政治体系尽管程度不同，形态各异，精彩纷呈，但不外乎两种基本的类型：一是国家政治体系，二是非国家政治体系。国家政治体系是民族政治体系取得国家形态的一种形式，其基本特征是它不隶属于其它政治体系，有自己独立的主权；有完善的政治组织系统；具有较为稳定的统治边界。我国历史上的许多民族政治体系都具备了国家政体系的特征，取得国家政治体系的形态。而不论这些民族的政治体系是否从属于汉族建立的中原王朝，抑或是从原来统一的国家政治体系中分裂出去的。“因为从当时的历史条件来说，这些独立的政权都具备了作为一个独立国家政权的基本要素,它们有自己的皇帝、单于和王,有自己的军队和一整套政权组织机构，而且其权力不受任何外在势力的干预和控制，自认为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政权。”[12]有时，由汉族建立的王朝还向其输诚纳贡。民族政治体系一旦取得国家政治体系的形态，就按国家政治体系的规律运行，它的作用范围也许就不仅是一个民族，还包括其他的民族。凡不具备国家政治体系的基本特征，未取得国家政治体系形态的民族政治体系都是非国家政治体系。我国历史上的少数民族非国家政治体系的类型比较多。既有政治组织机构完整，边界确定，具有很大的独立性，但已被纳入中原王朝统治范围的类型，也有已纳入当时统一的国家政治体系而又保持着一定的独立性的类型。国家政治体系与非国家政治体系之间没有不可愈越的鸿沟。不仅两种政治体系的划分是相对的，而且两种政治体系之间还可以相互转化。

三、中国历史上的各民族不论建立起来的是哪一种类型的政治体系，这样的政治体系一旦形成，都对民族群体发挥着政治整合功能、社会协调功能和利益聚合功能，并因此而对民族的生存和发展产生着十分重要的影响。一个民族是一个由若干成员组成的共同体，同时也与其他的民族共同体处于不断的相互作用之中，因此，政治体系对民族的生存和发展的作用也从民族内部和族际互动这样两个方面表现出来。
从民族的内部的状况来看，中国历史上的各民族既有由部落联盟发展而来的原生态民族，也有由原生态民族经过分化组合而形成的次生态民族，但是，不论哪一种形态的民族，要作为人群共同体生存和发展下去，都离不开政治体系的整合。由于民族政治体系内部的组织状况和族际互动等方面的原因，不同民族的政治体系对民族的整合功能也有相当大的差异，因而使得民族在发展具有以下三种不同的命运：

　　一是民族政治体系具有强大的整合功能，能够对民族共同体的成员和各个组成部分进行有效的整合，从而将民族的各组成部分有效地整合在一起，形成强大的民族共同体。我国历史上的许多民族都具有这样的命运，如公元12世纪末生活在蒙古高原的蒙古部落在首领铁木真的率领下，建立了以强大军事力量为支柱的民族政治体系，并有效发挥了政治体系的整合功能，统一了蒙古高原的各部落，形成了强大的蒙古族，建立了蒙古帝国，铁木真本人也被推为蒙古大汗（1206年），号称成吉思汗。在强大的民族政治体系的统领下，蒙古族日益强大，并于1279年统一了中国，控制了长期由汉族控制的中原国家政治体系。

　　二是民族政治体系被异族摧毁，或者是部落联盟未能建立起统一的政治体系，因而不能对族群进行有效的政治整合，从而导致民族或部落联盟的分化瓦解，不能形成统一的民族共同体，这些民族或部落联盟的各个部分形成或者与其它民族组合成不同的民族。如古代的羌原是我国西部一个庞大的族群，但是由于各种内部和外部的原因，到了秦汉时期，还处于氏族、部落阶段，“不立君臣，无相长一，强则分种为豪酋，弱则为人附落，更相抄暴，以力为雄，杀人偿死，无它禁令。”[13]没有建立起统一的强有力的民族政治体系，因而也未能将各部落整合为一个统一的民族集团。后来，它就逐步分化，形成同源异流的许多族体，我国现在的藏、羌、彝、纳西、哈尼、土等族都同羌有源流关系。

三是民族的政治体系在族际竞争中被异族摧毁，既不能对既存的民族集团进行有效的整合，更不能统领民族活跃于历史舞台，从而导致民族集团在历史上消失。契丹族的命运就是如此。9世纪末，契丹建立起强大的民族政治体系， 形成为一个强大的民族，947年改号为辽后，长期与汉族建立的宋王朝对峙。但是， 契丹族的辽朝为蒙古所灭，政治体系被摧毁后，契丹作为一个族体就逐步在历史上消失了。

政治体系不仅通过内部整合制约着中国各民族的生存和发展，而且还通过调整族际互动的方式，制约着各民族间的相互关系，从而影响着民族间的相互融合和中华民族的形成过程。

　　族际互动具有交往、竞争、依附等基本形式，族际互动的结果是民族的同化和融合。政治体系对各民族所具有的管理、统领的作用导致它在族际互动的各个方面都产生着重要影响。

　　族际交往是族际互动的最基本形式，族际互动的其它形式都是在此基础上形成和展开的。就形式而言，族际交往可分为民族成员间的交往和民族整体间的交往；从内容来看，族际交往包括经济交往、文化交流和社会往来等方面。不论是族际交往的哪一方面，都可以看到政治体系的作用。当然，民族成员间的个别的交往受政治体系的制约要弱一些，但是，民族间的较大规模和范围的交往就受到民族政治体系间相互关系的明显制约。如果民族政治体系间的关系融恰，它们就不仅允许、鼓励民族间的交往，而且主动地组织经济文化的往来，鼓励民族间的通婚。反之，就限制其交往。民族政治体系往往从根本上制约着民族间交往的深度和广度。

　　族际竞争是族际互动的一种基本形式。纵观中国民族史，“从原始社会后期民族开始形成之日起，经过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漫长岁月中，民族是在竞争中发展、兴盛和消失的。……这种竞争是十分激烈的。竞争的胜利者，走向强盛、文明；竞争的失败者，走向了没落直到消失。”[14]族际间的这种竞争表现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各民族政治体系间的竞争是这种族际竞争的集中体现。竞争的极端形式是族际间的对抗和战争。在竞争中的各种矛盾激化时，民族政治体系就利用自己的军事力量，“用战争来保存和发展自己，来剥削、掠夺异民族，来统治和压迫异民族。”[15]中国历史上的许多民族就是因为在竞争中失败而退出历史舞台的。“尽管每一个消失的民族都有各自不同的具体原因，但归根

到底，是他们在竞争中落伍了，从而随历史的流逝而消失。”[16]

    族际依附是族际互动的另一种形式，它是指在族际交往和竞争中，弱小民族向强大的、有吸引力的民族的依靠和附着。这种依附一般都是通过政治体系实现的，并且通过政治体系的依附体现出来。在中国历史上，这种依附有一部分是弱小民族向相邻民族的依附，但大量的是各民族的政治体系向主要是由汉族建立和控制的中原王朝的归附、臣属、隶属、内属、内化，向其输诚纳贡，而中原王朝则给这些民族的政治体系及其首领予承认、封赏，或与之和亲，力求巩固这种依附关系。从夏、商、周等族建立中原政治体系开始，除极个别的汉族中原王朝向其它民族建立的国家政治体系输诚纳贡外，各民族对中原王朝的依附源源不断。

　　通过这样一些由民族政治体系支持、促进、推动、实现的族际间的交往、竞争（甚至是战争）、依附，促进了各民族间的接触、往来、联合，从而加强和加深了各民族间的同化（包括强制同化和自然同化）和融合，各民族逐步聚合成为一个新民族共同体----中华民族。中华民族就是“由许许多多分散孤立存在的民族单位，经过接触、混杂、联合和融合，同时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一个你来我去，我去你来，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17]

　　随着各民族间融合的加深，特别是混杂居住的增多，出现了民族政治体系的分布和作用范围与民族的分布和居住范围不一致的状况，并且呈加强的趋势。

 　 四、民族的政治体系影响和制约着族际间的互动。但是，在中国历史上，各民族间的融合和统一呈逐步加强的趋势。尽管在这样一个总的发展过程中，也有民族分裂，有的民族的政治体系与中原王朝之间的关系是时附时离，叛服不定，分裂出去的民族的政治体系在一定时期还非常强大，与汉族建立和控制的中原政治体系抗衡和对峙，甚至还有汉族的中原政治体系臣属于其他民族的政治体系的情况。但是，汉族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水平较之于其他民族更高。“他虽然经历过某些时期相对较弱的状态，但他总的变化过程却是在不断地发展和兴旺、壮大；即使他在被兄弟民族统治的条件下，都能对统治民族发挥强大的同化作用。”[18]而且，各民族在族际互动中，通过接近、接触、交流，乃至对抗和战争，相互间的共同点总是在不断地增加，分殊和差异在减少。在这样的基础上，各民族间的联合和融合的发展是无法阻挡的。

　　随着各民族间联合和融合的不断加强，各民族政治体系的独立性和完整性却在渐渐地弱化。作为融合的核心的汉族所建立和控制的中原政治体系表现出对其他民族政治体系的巨大的统摄作用。其他民族的政治体系纳入（有时是控制）这一国家政治体系呈不断加强的趋势。各民族的政治体系不论如何显赫，一旦臣属、归附、隶属于这一政治体系（或者控制这一政治体系），就不再保持原来的形态，逐步融入统一的国家政治体系之中，不再具有原来的独立性和完整性（除非它又分裂出去），只能以统一国家政治体系中的一个次级政治体系的形态存在。

　　统一的国家政治体系则采取羁縻、封号、和亲、土司制等方式和制度，在统一的国家政治体系的框架内承认和赋予民族政治体系予合法性和一定的独立性。唐王朝时期建立的羁縻府、州就高达856个。唐王朝的公主嫁给各民族的达21人， 还有宗室女子嫁给各民族的17人。[19]元朝则将羁縻政策发展成为土司制度，明王朝则进一步完善了土司制度，清王朝在延续土司制度的同时将其逐步削弱。

　　但是，随着民族融合和统一国家政治体系在各民族中贯彻这双重过程的推进和不断深入，在统一国家政治体系内作为次级政治体系存在的民族政治体系的独立性完整性也在不断被削弱。明代在完善土司制度的同时在一些地区实行的“改土设流”和清代大规模的“改土归流”都是统一的国家政治体系削弱少数民族政治体系的独立性和完整性的重大举措。但是，只要各民族尚未完全融合成一个无差别的民族单位，各个民族仍然是独立的族体，各民族的特殊性和民族间的差别和差异还存在，各民族政治体系的独立性就不可能被消除，它在国家政治体系中作为次级政治体系的地位就将长期保持。

　  五、我国的少数民族政治体系采取了民族区域自治的形态存在。在中国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民主革命的过程中提出来并付诸于实践的。它首先是中国共产党处理国内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新中国成立后，这一基本政策被作为一项国家制度加以实行，获得了国家政治制度的意义，成为了我国一项基本的政治制度。我国从建国初期的《共同纲领》到四部宪法都对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作了原则的规定，民族区域自治法则对民族区域自治的运作作出了明确的规定。民族区域自治已经成为我国一项成熟的政治制度。这样一项“在国家统一领导下，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设立自治机关，使自治权”[20]的制度，承认并尊重各少数民族在政治上的平等权利和自主权，赋予少数民族在聚居区内建立自治地方，设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自主管理内部事务的合法性。这就在实际的运作中建构起了一个以自治权为中心的少数民族的政治体系。这一政治体系具有三个最根本的特征；一是少数民族组成了自治机关；二是自治机关的主要领导职务由实行自治的少数民族成员担任；三是自治机关拥有特殊的权力----自治权。正是这三点使民族区域自治成为区别于其它地方政治体系的另外一种类型的政治体系----民族区域自治体系。

　　但是，它并不是独立于国家政治体系的另外一种政治体系，而是处于国家政治体系之中，是统一的国家政治体系内的次级政治体系。任何一个少数民族，不论它在历史上如何诧叱风云，曾经建立过强大的国家政治体系，但它在历史上就已经融入到中华民族的大家庭之中，它的政治体系也早已融入了统一的国家政治体系，它现在只能以民族区域自治的形式来实现其政治上的平等权利和自主权。这种自治是在国家行政区域内实行的。任何一个民族区域自治体系都是统一的国家政治体系内不可分割的一部份，都只能在国家领导下存在和运行，而不能独立国家政治体系。

　　民族区域自治体系的核心是自治权。这种权力是其它地方政治体系所不具有的，它涉及到民族自治地方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方面面。但这样的权力是在少数民族依据宪法和法律在聚居区建立民族区域自治地方，成立自治机关后才拥有的权力。所以，就其权力的来源看，它不是少数民族作为一个民族所固有的政治权力，而是由国家通过宪法和法律所授予的。这既区别于某些少数民族在历史上的一定时期曾经拥有过的独立主权，也不同于联邦制国家内各共和国或州所拥有的政治自主权。它是一种国家授权，而不是独立主权。

　　“政治体系这一概念可以使人们注意到社会内部政治活动的整个范围”，“它强调了政治领域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21]我们把民族区域自治作为一种少数民族政治体系来看待，根本的目的就在于把民族区域自治作为一个整体，综合地考察它在受环境影响并影响环境方面的功能，探索民族区域自治体系维护和实现少数民族的利益要求，促进少数民族社会发展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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